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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之有大患者，为吾有身”新诠
——中古佛道论辩语境中的“老君身体”

白照杰

摘 要：在中古佛道论辩的背景下，一些佛教徒针对《道德经》中“吾之有大患

者，为吾有身”一语，对老君的神性进行质疑。佛教方面将这句话中的“吾”理解

为“老君”的自指，实际是文本认知变迁过程中的一个“误解”，背后存在老子神化

和佛经要素借鉴等原因。然而，中古佛教内部对这句话的认识实际并不统一，非常

积极的评价也时常出现，评价态度的不同常常反映着不同宗派间的义学分歧。与

此同时，中古道教徒则从多方面对这句话进行诠释，尝试解决其对老君神性的负面

影响，并回应来自佛教的批评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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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庆二年（657）六月十二日，传说唐高宗亲临的一场佛道论辩会为接下来的讨

论拉开了帷幕。道宣（596—667）是彼时极负盛名的护法高僧 a，其在《集古今佛道

论衡》中对这场论辩进行了详细记述。论辩间，道士李荣（活跃于 658—663）首先立

“六洞”义（具体名目不详）b，其所谓“洞”者，指“于物通达无碍”。日后编纂《大慈

��作者简介：白照杰，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 员。

a  有关道宣的生平和著述情况，参见藤善真澄：《道宣伝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社 2002 年版。

b  李荣为唐高宗、武后时期著名道士，曾住天元观、东明观等。《旧唐书·罗道琮传》称他是二教论争中道
教方面的佼佼者。李荣于道教义学（尤其重玄学）颇有建树，注《西升经》 《道德经》 《庄子》等。李荣《庄
子注》早已亡佚，另二书部分内容传世，前者可参见陈景元《西升经集注》 （载《道藏》，北京、上海、天
津：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 1988 年版），后者可见蒙文通《辑校老子李荣注》 

（成都：四川省立图书馆 1947 年版）。有关李荣之道学成就，最值得参考的是藤原高男之系列研究（《道
士李荣の道德经注について》，《香川大学教育部研究报告》1979 年第 47 期，第 1—30 页；《西升经李荣
注》，《香川大学一般教育研究》1983 年第 23 期，第 117—150 页；《道士李荣の西升经注について》，《香
川大学国文唐研究》1985 年第 10 期，第 6—16 页；《李荣道德经注》 （一）、（二）、（三），《德岛文理大学论
丛》1986年第3期，第97—132页，1987年第4期，第139—177页，1988年第5期，第103—139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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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西明寺僧人慧立（615—？）难之：“若使于物通达无拥名洞，未委

老君于物得洞以不？”李荣作肯定回答，云：“老君上圣，何得非洞？”慧立继续责 难：

若使老君于物通洞者，何故《道经》云：“天下大患莫若有身，使我无身，

吾何患也？”据此则老君身尚碍，何能洞于万物！a

李荣顿时语塞，只得在高宗在场的情况下，求慧立“莫过相陵轹”“莫苦相非 驳”。

慧立的设问，当然是指向今本《道德经》第十三章“何为贵大患若身？吾之有

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b李荣的语塞，直观地体现出“与道合

一”的老君与《道德经》作者“老子”（人类）在身份上存在无法规避的矛盾，同时又

隐含了更为复杂的多重问题。在这里，我们必须面对以下一系列提问：《道德经》中

的“吾”是谁——作为大患的“身”是从属于“谁”的？在中古时期老君神化日盛的

语境中，对《道德经》文本形成过程的理解，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时人对书中“吾”的

理解？与此同时，佛教方面是如何在佛法的框架内理解《老子》中提出的“大患”一

语？佛教内部在此问题上的认识是否统一、不变？而中古道教方面又是如何解决老

君“身体窒碍”的张力及佛教方面的疑问？最后，这一“矛盾”被成功解决了吗？这

一系列设问，将我们引入了纠缠复杂的荆棘丛中。截至目前，有关老子及《道德经》

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然据笔者检索海内外相关成果所见，c尚无专门探讨本文所关

注之问题的先例，故在此希图尝试回答以上问题，在繁复设问的荆棘林中开拓一条 
小 径。

一、“吾”的所指与中古时期对《道德经》成书过程的认知

在近代学术产生之初，学者们对《道德经》中的“吾”基本上都作“老子”自称

来解读。然而 20 世纪以来，关于《道德经》是否成于“一时一人”之手，早已成为

学界悬案。虽然仍有不少人认为，在缺少非常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不应断言《道德

经》就是多人跨时代的作品。但另外一批优秀的学者却不断地提出新证据，指出这

a  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载《大正藏》，第 52 册，第 4 卷，T. 2104，第 389a—b 页。

b  本文所引《道德经》内容，均出自刘笑敢《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刘笑敢在书中对权威的或最早的五种版本的《道德经》进行对勘，十分便于使用。此处所引

《道德经》文字，与河上公本和王弼本相同，帛书、竹简、傅奕本唯句间连接词不同（如“及吾”与“苟吾”
之异），意涵并无二致。见《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第 832—833 页。

c  有关老子和道德经的最重要现当代研究，可参考 Alan K. L. Chan, “The Daode Jing and Its Tradition”, in, 
Daoism Handbook, edited by Livia Kohn, Boston and Leiden: Brill, 2004, pp. 25—29 中所给出的参考书目；以
及斯坦福大学的网络哲学词典所给出的参考书目，网络链接如下：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laozi/

（2017 年 3 月 5 日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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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最著名的道教典籍实在不像是出自某一个人之手。a虽然《道德经》的真实作者

归属尚有疑问，但对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却不构成障碍。我们的关注点放在分析这部

经典作为“文本”，在被实际“使用”的语境下，读者所感知的“吾”到底是 谁。

从今人的一般阅读习惯出发，《道德经》显然是一部以“第一人称”进行撰述的作

品，以此而论，其中的“吾”必然指向“作者”。然而，这一认识却脱离了《道德经》在

历史中的实际“使用”语境。汉斯—格奥尔格·梅勒（Hans-Georg Müller）的观点对此问

题的解答具有启发性。他认为，出土《老子》中存在篇章排序错乱现象，这说明各篇

章间不具有严格顺序，彼此相对独立。因此，“对于中国古人来说，《老子》这样的文本

‘通常’并不以书的形式存在，而是在口头记诵和记忆中存在”。由于《老子》的使用方

式主要是读者“口诵”，而非“浏览”，因此其中的“吾”并不强调“作者身份”，“毋宁说

它是一个潜在的读者——或者说是听众——要占据的空间的标识”b。梅勒的观点不免

绝对，然其提出的《老子》中的“吾”未必一定指向老子或作者的观点却很有意义。如

果“吾之有大患”中的“吾”并不指“老子”，而是指“阅读此书的读者”，那么显庆二年

慧立与李荣之间的争论似乎便会成为一场“错解经典”的“历史误 会”！

实际上，仅就文本内容而言，《道德经》中的某些“吾”明显指向旨在说教的作

者，如第四章“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第二十五章“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第七十章“吾言甚易知，甚易行”。c然而，诸如第五十七章“我无为而民自化”、第

七十四章“吾得执而杀之”中的“吾”d。则显然指向秉持国政的“圣人”，而非作者

本人。除这两种情况外，《道德经》中更多的“吾”其实可以看作对所有接受其理论

和思想的读者的“通指”，例如第二十章“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以及第四十章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e，均可指代读者自身，而不必专门归属于作者一

人。如果再考虑到上述某些“吾”指向的“圣人”——实际就是这本经典的“预期读

者”，显然《道德经》中的“吾”是否一定指向“老子”可被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具

体到“吾之有大患，为吾有身”一句，其中的“吾”显然更适合作为阅读者的统指，

毕竟“有身”是所有人类共有的特征，作者无法独  占。

然而，与我们的认识不同，开篇引述的那场佛道争论中，佛道双方的代表共享了

同一个认识，即“吾之有大患”中的“吾”就是“老君”本人！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以

不同时代对《道德经》的诠释存在差异的观点来为这一问题画上句号，要继续追问的

是：这一差异是如何造成的？《道德经》中的“吾”在中古时期是如何被固定为专指

a  尹振环：《重识老子与〈老子〉——其人其书其术其演变》，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第 27—60 页。

b  汉斯—格奥尔格·梅勒：《〈道德经〉的哲学》，刘增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5 页。

c  以上引文，以河上公本为根据，参见刘笑敢：《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06 年版，第 294 页、第 847 页、第 900 页。

d  同上书，第 884 页、第 904 页。

e  刘笑敢：《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第 841 页、第 8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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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君一人的。从慧立使用“老君”而非“老子”一词，隐约可以嗅探到这一变化与中

古道教的老子神化活动存在内在联系。一般经典因“撰著”成书，因此其中的“我”

可以指向预期读者。然而，在宗教圣典中，常常出现神人说经，旁人记录成书的传说

或现象。此类著作由于直接出自圣人之口，因此其中的“我”必然是指说经者本人。

有关这一现象，最广为人知的例子莫过于佛教的“如是我闻”，佛陀口授内容中的所

有“我”均指向佛陀自己。通过对相关材料的爬梳，我们发现，中古时期对《道德经》

成书根源的认知，在某种程度上恰恰经历“撰著”经典到“口传”圣典的转 变。

最早记载《道德经》成书的材料自然是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其  称：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

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

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a

显然，司马迁秉持《道德经》以“著书”而“立说”的观点，这一认知较符合经

典成书的正常逻辑。司马迁的观点随着《史记》的广泛传播成为“正统”观点，约

魏晋间成书的《列仙传》、皇甫谧（215—282）的《高士传》等大量后世材料 b，均

采“著”《道德经》之说。然而，约从东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在“著书”说仍在流行的

同时，道教文献中首先出现了老子“说”《道德经》的记载。如约成书于西晋、影响

巨大的《西升经》称：“是以升就，道经历关。关令尹喜见气，斋待遇宾，为说《道

德》，列以二篇。”c而这一认识历南北朝，到唐代达至极盛。如南北朝末到初唐成

书的《传授经戒仪注诀》中记载：“至昭王二十四年，太岁癸丑十二月二十八日，为

关令尹先生说《五千文》。”d成书于唐高宗李治（649—683 年在位）时期尹文操（约

a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2141 页。

b  见王叔岷：《列仙传校笺》，北京：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18 页；皇甫谧：《高士传》，收《四部备要》 （册 46，第
1 卷），北京：中华书局、中国书店 1989 年版，第 76 页。《列仙传》旧传为刘向（约前 77- 前 6）所著，对此早有
疑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书早期著录情况进行梳理，怀疑此书“或魏、晋间方士为之，托名于向耶？”
参见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第 146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755—3756 页。

c  赵佶注：《西升经》，载《道藏》 （第 11 册，第 1 卷），第 490b 页。《西升经》为道安（312—385） 《二教论》
所提及，故成书当在东晋或更早。更多讨论，可参见卢国龙：《〈西升经〉成书年代及基本思想》，《中国道
教》1987 年第 2 期，第 45—49 页。

d  《传授经戒仪注诀》，载《道藏》 （第 32 册），第 170a 页。学界对这部经书的成书时代观点不统一，然唐高
宗时王悬河（活跃于 683）所编《三洞珠囊》中已获引述（见第 9 卷《老子为帝师品》），故成书当不晚于
初唐。然《珠囊》所引《仪注诀》之说《道德经》时间与今本《仪注诀》不同，为“平王四十三年太岁癸丑
十二月二十八日”［参见《道藏》 （第 25 册，第 9 卷），第 354c 页］。盖老子出关、传经时间本来不详，道教
方面在这一问题上时常作出调整，以期“合理化”之。有关《仪注诀》成书时间及其他介绍，参见 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y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p. 495—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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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688）之手的《太上混元真录》a，进一步实化老子“说”经的故事，认为“老君

乃于关令宅南望气台上说《道德经》”，将“说经”的地点作具体介绍，同时引用并

改动了司马迁的原始记载，称：“故《史记》曰：老子为关令说五千余言，申道德之

意是也。”b

随着道教老子“说经”观点的宣传广布，此认识随即在道教之外产生影响。隋

唐之际的著名学者陆元朗（550—630）在《经典释文》中便说到老子“西出关，为关

令尹喜说《道德》二篇”。c佛教方面，如北周甄鸾（535—566） 《笑道论》，提到道

教《文始传》中老子于“无极元年，乘青牛薄板车度关，为尹喜说五千文”的说法，

认为相关故事均为杜撰，可发一笑；d而到了唐初，著名护教僧法琳（527—640）在

《辩正论》中虽仍鄙夷道教的很多认识，却不自觉地接受了老子“说经”的观点，称：

“案刘向古旧二录云，佛经流于中夏一百五十年后，老子方说《五千文》。”e随着唐

代崇道日盛f，源自道教内部的老子说经认识，经唐玄宗（712—756 年在位）的《御

注道德真经》及其在下令编纂的《一切道经妙门由起》中反复重申，几乎成为当时

社会和官方的主流认识。g其中，《一切道经妙门由起》所引《金玄羽章经》对老子

“说”《道德经》的记述颇为奇特，称：“遇关令尹喜，即为著作《道德经》上下二篇

于绿那之国。老子张口，于是隐文从口而出，以授于喜。”h这一描述似乎是在弥合

“著”和“说”之间的差异，但更是在为《道德经》附加中古道教天文成经的神圣外

衣 i，使之从一部诸子经典，彻底升华为代表绝对真理的“隐文”化现。j

当我们将本文开头那场佛道争论放到这样的语境中进行讨论时，慧立和李荣

a  丁培仁：《增注新修道藏目录》，成都：巴蜀书社 2008 年版，第 577—578 页。

b  《太上混元真录》，载《道藏》 （第 19 册），第 511a 页。

c  陆元朗：《经典释文》 （第 25 卷），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356a 页。

d  甄鸾：《笑道论》，参见道宣：《广弘明集》，载《大正藏》 （册 52，第 9 卷），第 145c 页。

e  法琳：《辩正论》，参见道宣：《广弘明集》，载《大正藏》 （册 52，第 13 卷），第 181c 页。

f  有关初唐到盛唐，道教发展及政教关系问题的综合讨论，参见白照杰：《整合及制度化：唐前期道教研
究》，上海：格致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6—50 页。

g  李隆基：《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载《道藏》 （第 11 册，第 2 卷），第 724c 页。玄宗于此也改动了《史记》
的记载，称：“司马迁云：老子说五千余言。”

h  《一切道经妙门由起》为玄宗下敕编纂，具有一定的官方性质。引文见《道藏》 （第 24 册），第 730c 页。

i  有关中古道教的天文成经问题，参吕鹏志：《早期灵宝经的天书观》，收郭武主编：《道教教义与现代社会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71—597 页；谢世维：《天界之文：魏晋
南北朝灵宝经典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王承文：《灵宝“天文”的宗教神学渊源及其
在中古道教经教体系中的重大意义》 ，收其《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北京：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740—789 页；谢聪辉：《南宋中期以前传统道经出世的典型与特质》，收其《新天帝之命：玉皇、梓潼与飞
鸾》，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79—96 页。

j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老子“说”《道德经》观点越来越盛行的中古时期，“著”《道德经》的观念依然有一
定影响力。如成书于萧梁或更早的《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中便称老子“作《五千文》”。参见《道藏》 

（第 18 册），第 236a 页。唐代之后，两种成书认识一并流传至今，千年以来，似乎并无人注意到二者的本
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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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争执便可以得到很好的理解。二人的争论基础在于将“老君”毫无疑问地确定为

“吾之有大患”中的“吾”，而这一观点其实是《道德经》为老君亲“说”的推演结果。

这里，我们还需进一步指出《道德经》成书认知变迁背后的另一个问题——老君的

神化。海内外学界有关老子神化问题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这使我们可以较为简略

地勾勒出这里需要给出的相关信息。从索安（Anna Seidel）、孔丽维（Livia Kohn）、
楠山春树、菊地章太、刘屹等至少数十位学者前仆后继的研究中a，我们可以非常直

观地发现汉唐时期是老子神化最为昌盛的时间段。东汉时期，老子从道家学者转变

为与长生联系在一起的受时人祭祀崇拜的仙人，可以“道成身化，蝉蜕渡世”b，这

一时期的墓葬中甚至也出现了“黄色、鸟喙”的老子形象。c稍晚成书的《老子想尔

注》 《老子变化经》 《西升经》 《化胡经》 《老君变化无极经》 《太上妙始经》 《文始传》 
《三天内解经》 《太上老君虚无自然本起经》 《太上老君开天经》等道教经典 d，更是

一步步将老子神化为等同于大道本身的存在，“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e。老

子的神化，必然导致其著作的神化。众所周知，中古道教经典常常借鉴佛教因素f，

而“说经”本来就是佛典最为典型的成书方式，道教对此体例的借鉴非常迅速。诸

如《道藏》收录的产生于中古时期的《老子说五厨经》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妙经》 《洞

玄灵宝天尊说十戒经》等大量“说”经，显然就是道教借鉴佛经体例的典型例证。

以“说经”为体例的圣典，创造出“听—说”“凡—圣”之间的二元关系，将经书内容

措置在神圣的、富有情节性的语境中。因此，较之“著书”“说经”显然更能表现出

a  Anna Seidel, La divinisation de Lao tseu dans le taoïsme des Han, Paris: PEFFEO 71, 1969; Livia Kohn, God of the 
Dao, Lord Lao in History and Myth, Ann Arbor: Center for the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8; 楠
山春树：《老子传说の研究》，东京：创文社 1979 年版；菊地章太：《老子神化：道教の哲学》，东京：春秋
社 2002 年版；刘屹：《敦煌道经与中古道教》，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5—98 页、第 385—
408 页。

b  边韶：《老子铭》，载《道家金石略》，陈垣编，陈智超、曾庆瑛校补，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
页。学界普遍认为《老子圣母碑》也是东汉的作品，刘屹提出反对意见，但孙齐等人则对刘屹的观点进
行批判。然此碑时代问题仍有一些疑问，此暂不引述。有关此碑时代问题的讨论，参见刘屹：《敬天与崇
道——中古经教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北京：中华书局 2005年版，第 305—335页；孙齐：《敦煌本〈老
子变化经〉新探》，《中国史研究》2016 年第 1 期，第 106—108 页。

c  姜生：《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46—154 页。

d  以上所举道经，均为两晋南北朝时期成书。学界近年对《老子变化经》的讨论最为热烈，综述参见孙齐：
《敦煌本〈老子变化经〉新探》。

e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 页。孙齐认为，在同一时代可能存
在多种被神化的老君形象，老君神化并不存在绝对的线性历程（《敦煌本〈老子变化经〉新探》）。此观点
有一定道理，但我们仍可以看到，在相对较早的时间段里，老子身上的神化要素确实是随着时代的线性
历程而更加复杂多元，直到多重要素并存的时代，人们才有可能在各要素之间进行选择和组合。

f  Stephen R. Bokenkamp, “Sources of the Ling-pao Scriptures,” in M. Strickmann ed.,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r of R.A. Stein, Vol.2, pp. 434—485. 刘屹在讨论灵宝经借鉴佛教因素时指出，“灵宝经的作者在制造灵
宝经时，头脑中并没有后来佛教与道教之间那样壁垒森严的分隔。相反地，在他（们）看来，佛教理所当
然的是道教的一个分支”，因此，道教对佛教要素的借鉴或挪用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参见刘屹：《神
格与地域——汉唐间道教信仰世界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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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灵教化”的意味。在“说经”体例和老子神化成为中古潮流的背景下，《道德经》

毫无困难地转变为一部由老子在终南山或函谷关，亲口传授的圣 典。

二、中古佛教方面对“吾之有大患者，为吾有身”的解读

前文慧立将“吾之有大患，为吾有身”理解为（老君的）肉身窒碍，但中古佛教

内部对这句出自《道德经》的话是否作其他有价值的解读或持其他态度，仍是一个

需要探讨的问题，此问题构成慧立观点的佛教内部语境。佛道关系问题是海内外学

界近数十年来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这一领域已取得大量成果，但仍有很多问题有

待探索。中古佛教领域如何认识出自《道德经》的“吾之有大患，为吾有身”即是尚

未被提起重视的一个方面。就“态度”而论，中古佛教对这句出自道家典籍的“名

言”不外乎正反合三个方面，以下分别论  述。

（一） 中古佛教对“吾之有大患，为吾有身”的正面认识

现存中古佛教典籍中，最早对“吾之有大患，为吾有身”这句话进行讨论的是

《牟子理惑论》。虽然学界对《理惑论》是否成书于汉末仍有怀疑，a但绝大多数学

者都相信此书确实属于中国最早的一批佛教典籍。作为向中古早期中国人介绍佛

教基本知识的小书，《理惑论》大量借鉴了《道德经》的语言和思想b，其中至少有两

处直接涉及《老子》的“大患”问题。第一处出现在牟子尝试树立“魂神”不灭的论

述中。牟子将身体比作“五谷之根叶”，将魂神比作“五谷之种实”，叶子（身体）会

凋零，但种子（魂神）却不会消亡。继而提出“得道身灭耳”的观点，并将之比附于

《道德经》的“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若吾无身，何患之有”c。牟子的这段论述

自然是中古佛教一系列“形—神”关系讨论的先河，其中所谓得道者“身灭”（神存）

的认识与中国早期佛教对涅槃的认识相合，稍后我们将看到更多的此类案例。牟子

对《老子》“大患”一句的引用，显然是将重点放在“无身”而“无患”的层面上。换

言之，牟子并没有将“大患”与任何个人联系起来，而是从相反的方向，将“得道”

或“涅槃”的状态与“无患”的结果相对应。牟子对《老子》“大患”的第二次讨论

在意旨上没有超出前一次的框架，当有人提问为何修道者仍会生病时，牟子回答

称：“老子云：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唯有得道者不生，不生亦不壮，不

壮亦不老，不老亦不病，不病亦不朽。是以老子以身为大患。”d同样，牟子在这里

也是在表述得道（涅槃）后的状态——对“身体”的弃绝和超越。因此，在《牟子理

a  许里和：《佛教征服中国》，李四龙、裴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7—20 页。

b  有关于此，参见王启发：《〈牟子理惑论〉中所见的老子》，《湖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111—118页。

c  《牟子理惑论》，参见僧祐编著：《弘明集》，载《大正藏》 （第 52 册），第 1 卷，T. 2102，第 3b 页。

d  《牟子理惑论》，第 6b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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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论》中，出自《道德经》的“大患”一语指向佛教涅槃的理想，被给予非常正面的

评 价。

将《道德经》“大患”一语与摒弃身体的涅槃状态相结合的理趣，在东晋僧肇

（384—414）那里得到进一步论述。僧肇《涅槃无名论》称：

夫大患莫若于有身，故灭身以归无；劳动莫先于有智，故绝智以沦

虚。……所以至人灰身灭智，捐形绝虑；内无机照之勤，外息大患之本；超然

与群有永分，浑尔与太虚同体。……此无余涅槃也。a

僧肇这段话虽然没有直接征引《道德经》中的“吾之有大患”，但引文中的“至

人”和“绝圣弃智”等话语，无疑带有浓重的道家色彩，因此有理由推测引文首句

“大患莫若于有身”就是指向《老子》的“大患”。b从这段材料可以发现，僧肇的观

点与牟子相契合，同样是将“灭身”与“灭患”相对应，继而将身体的消亡视作涅槃

的状态之一。较之牟子，僧肇进一步将肉身的泯灭与“智”的捐弃结合在一起，身

心的双重超越最终成就无余涅槃。也就是说，在《涅槃无名论》中，单独对“大患”

的超越尚不构成完满的涅槃状态，对凡俗心智的超越亦成为必须达至的任务。隋

唐僧人颇崇《肇论》，僧肇的观点于是得到反复再现。如隋代三论大师吉藏（549—
623）在论述涅槃义时，提到僧肇对涅槃的转译：“肇师翻为灭度，即开善用也。谓

大患永灭，超度四流。……又翻涅槃作无为，言其虚无寂寞，妙绝于有故也，亦是

肇师云所翻。”c澄观（738—839）和宗密（780—841）则在注解“二乘断灭，归于涅

槃”一句时，分别借用了前述“肇师”的那一段话。d唐代僧人还通过其他方式将

《老子》的“大患”与佛教的涅槃联系起来。如大觉（活跃于开元时期）在对僧伽衣

着律仪的讨论中称：“故老子曰：夫大患莫若于有身，使吾无身，吾有何患？故圣人

灭身以归无也。”e“归无”，显然指抛弃肉身（灭身），回归涅槃状态。f从这句话中，

还可以发现大觉将“老子”称为“圣人”，反映了当时部分僧人对“老子”及《道德

a  僧肇：《肇论校释》，张春波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188 页。

b  实际上，宋代僧人遵式（964—1032）在注解《肇论》“夫大患莫若于有身，故灭身以归无”时，马上就点明
了这一点，称： “老子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今借彼语。”参见遵式：《注肇论疏》，载《续藏经》 （第 53
册，第 5 卷），X. 870，第 202a 页。

c  吉藏：《三论略章》，载《续藏经》，（第 54 册，第 1 卷），X. 876，第 838c 页。

d  澄观：《华严法界玄镜》，载《大藏经》 （第 45 册，第 1 卷），T. 1883，第 673b 页；宗密：《圆觉经大疏释义
钞》，载《续藏经》 （第 9 册，第 7 卷），X. 0245，第 611c 页。

e  大觉：《四分律行事钞批》，载《续藏经》 （第 42 册，第 12 卷），X. 736，第 974b 页。

f  实际上，后唐景霄在讨论相同律仪问题时亦引用了《老子》的这一段话，随即便明确地将之与“求无余依
涅槃，化大梵之同于虚空”联系起来。参见景霄：《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载《续藏经》 （第 43 册，第 15
卷），X. 737，第 393a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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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的高度赞赏。道世（约卒于 683）在《法苑珠林》中征引了一个比丘与四禽兽

的故事，也将《道德经》的“大患”与涅槃联系起来。故事中鸽、乌、蛇、鹿分别解

说自己所认为最苦之事，而后比丘则点明这些动物“不究苦本。天下之苦，无过有

身”，“志存泥洹，是故知身为大苦本”。紧接着，道世评论称：“故书云：大患莫若于

身也。”a道世的这个故事，将身体视作苦的根本，以泥洹（涅槃）来超越苦（身体）。

道世用来作为最终评论的那句话，显然与我们正在讨论的《道德经》文句相对应，

“书云”二字或许有刻意隐匿道家文献出处的可  能。

除将《老子》“大患”一语与涅槃联系外，中古僧人还常常将之与一般性的勘

破“我执”相等同。如宗密引《老子》此语，解释“故知此身是一切过患根本，既执

之为有，遂分自他，依此身心，起诸烦恼”b。玄嶷（活跃于武周时期） 《甄正论》则

将“吾所以有大患为吾有身”中的“有身”，解释为“自贵有己身，陵人傲物，贪声

色财利以奉其身”c；因此，《老子》所提倡的“无身”在这里必然就指向在根本上

勘破“我”的虚妄，“自利”之心亦因无所附着而得到消弭。非常有趣的是，玄嶷实

际旨趣在于表达“道之为教，诚亦多途”的观点。他对《老子》的推崇实际是想建

构一个正宗的、清净的道教形象，以此来反照中古道教与老庄之学离题万里，贬

低当时的道教。实际上，这一论辩方式在更早时候即为慧通所使用过。彼时慧通

为驳斥道士顾欢（卒于齐永明年间）的《夷夏论》而借用《老子》“大患”一语，认

为“老氏以身为大患，吾子以躯为长保，何其乖之多也”d。对《老子》“大患”同样

的态度和使用方式，也出现在道世《法苑珠林·感应缘》中，其中记载了左慈的传

说故事。左慈因得罪曹操（155—220）而险些被害，化身为羊方才脱身。道世评论

此事，称：“老子曰：吾之所以为大患者，以吾有身也。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哉？

若老子之俦，可谓能无身矣。岂不远哉也！”e在老子和《道德经》获得广大知识阶

层认同的中古时代，强调老子之学与道教之术的差异，是佛教方面在二教争论中

经常使用的手段 f，玄嶷和道世无疑延续了这一传统的争辩策略。正如儒家有“君

子儒”和“小人儒”一样，在中古僧人眼中“道家”或“道教”也存在气质上的绝对 
差  异。

（二） 中古佛教对“吾之有大患，为吾有身”的负面认识

从现存佛教材料来看，对《老子》“大患”作出彻底负面诠释，并严厉批判的论

a  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 （第 23 卷），北京：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739—740 页；道世
在《诸经要集》第 7 卷中也使用了一段颇为类似的文字。

b  宗密著、子璿录：《金刚经纂要刊定记》，载《大正藏》 （第 33 册，第 1 卷），T. 1702，第 173b 页。

c  玄嶷：《甄正论》，载《大正藏》，（第 52 册，第 2 卷），T. 2112，第 566a 页。

d  慧通：《驳顾道士夷夏论》，参见僧祐：《弘明集》，载《大正藏》 （第 52 册，第 7 卷），T. 2102，第 46 页。

e  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北京：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1008 页。

f  白照杰：《整合及制度化：唐前期道教研究》，第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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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是非常罕见的。这类批判往往是出于护教原因的断章取义，流为荒唐的诋毁，缺

少学理上的意 义。

唐代僧人道宣所编的护教文集《广弘明集》中即录有两个案例。首先是释明

为反对初唐傅奕（555—639）上书废佛的表文。唐高祖（618—626 年在位）时期，

由傅奕上书引起的沙汰佛道政策是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此政策虽因玄武门事变，

高祖让位太宗而搁浅，却对唐代政教关系和宗教管制产生了非常直接的影响。a面

对咄咄逼人的傅奕，绵州振响寺沙门明 挺身上表，表文中称《老子》二篇对于治

国治民均无价值，又  称：

寻老子绝虑守真，亡怀厌俗，捐亲弗顾，弃主如遗，岂论奉孝守忠，治民佐

世也？故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有何患乎？此令厌

身弃世，弗可佐世也！b

明 的这段批判缺少学理意义，仅是意气之争。《老子》对“大患”的论说，在

这里被曲解成对生命的厌恶，这显然是佛道论辩中的诋毁之词。第二个类似的案例

是法琳（572—640）的文章。法琳是唐前期著名的护教僧人，因言辞过分，开罪太

宗，最终获罪流放，死在贬谪途中。c法琳在《辩正论》中称老庄之学是“灭身以惧

大患，绝智以避长劳。议生灵于悬疣，齐泯性于王乐”d，将“灭身”的旨趣曲解为

“惧”的心理。在法琳的这篇护教文字中，出现了将“吾之有大患”中的“吾”与“老

子”直接对应的现 象：

李聃禀质有生有灭，畏患生之生反招白 首。……

开士曰：“老子云：‘吾有大患，莫若有身。使吾无身，吾有何患？’患之所

由，莫若身矣。老子既患有身，欲求无恼，未免头白，与世不殊。若言长生，何

因早死？”e

显然，法琳认为“吾有大患”是老子的自指之词！结合唐代流行的老君出生即

a  白照杰：《整合及制度化：唐前期道教研究》，第 34 页。

b  释明 ：《决对傅奕废佛法僧事（并表）》，参见道宣：《广弘明集》，载《大正藏》 （第 52 册，第 12 卷）， 
T. 2103，第 175b 页。

c  白照杰：《整合及制度化：唐前期道教研究》，第 37—39 页。

d  法琳：《辩正论》，收道宣：《广弘明集》，《大正藏》 （第 53 册，第 13 卷），T. 2103，第 178b 页。

e  同上书，第 176a 页。



·113·

“吾之有大患者，为吾有身”新诠——中古佛道论辩语境中的“老君身体”

“白首”的传说可知，法琳在“老君”的“老”和对“身”的“患”之间建立起矛盾关

系，希望“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对道教和老君传说进行批判。这不禁使我们回忆

起开篇的那场二教争论。慧立的疑问实际可以归入这一类“反”调，而法琳此论也

应当放在《道德经》由“写经”到“说经”的变迁脉络上进行解 读。

（三） 中古佛教对“吾之有大患，为吾有身”的有限认可和根本超越

除“正”“反”两种态度外，中古佛教对“吾之有大患，为吾有身”还存在一种

“和”的态度。具体而言，部分中古佛教徒认为《老子》的这句话有一定道理，在

某种程度上与佛教“真理”相契合，却并不究竟，只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如唐代

僧人智云对“所以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吗，吾有何患”一语的评价是“斯

言近矣，而其有无之由，彼言未矣”a，即认为“老氏”对身体窒碍的认识接近正

确，但有关“有身”和“无身”的根本原因，则完全没能体会到。b然而，这一“有

限认同，实际超越”的状态，不仅反映出中古时期佛教徒对道家思想的判释，有时

甚至也潜藏着佛教内部义理之争的影子。这一点在禅宗的相关文献中表现的最为 
明  显。

南阳慧忠（675—775）对《老子》“大患”一语的讨论便非常具有代表性，其 称：

二乘厌离生死，欣乐涅槃。外道亦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乃趣乎冥

谛。须陀洹人八万劫，余三果人六、四、二万，辟支佛一万劫，住于定中。外道

亦八万劫住非非想中。二乘劫满犹能回心向大，外道还却轮回。c

在禅宗看来，对肉身、生死的厌离态度，实际也是一种执着。因此虽然“外道”

（道家）对“大患”的摒弃可以使其以较为玄妙的形式度过八万劫的时光，但这一境

界终归不稳固，最终势必堕入轮回，比之二乘尤有不如。慧忠的这一观点，与前文

谈到的将“无大患”比之“无余涅槃”而高度推崇的意见相左。实际上，学界常常认

为禅宗的出现是中国佛教的一场“革命”，它对传统佛学的很多方面都提出了不同

意见。在以上引文中，慧忠所针对的不仅是作为外道的老氏之学，更是直接针对佛

教内部的涅槃之说——以“彻底的无执”破除对涅槃的“执著”。慧忠的这一观点存

在更早的直接渊源，曹溪慧能（638—713）的《金刚经解义》中即对以“生灭为烦恼

a  智云：《妙经文句私志记》，载《续藏经》 （第 28 册，第 5 卷），X. 0596，第 257a 页。

b  宋代僧人智圆更直接地指出《老子》中这句话的“问题”，认为“彼徒知厌生，而无出苦之要”，与智云的
说法在思想上可以衔接。参见智圆：《涅槃经疏三德指归》，载《续藏经》，（第 37 册，第 11 卷），X. 0662，
第 489 页。

c  道原：《景德传灯录》，载《大正藏》 （第 51 册，第 28 卷），T. 2076，第 438b—c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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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患”的观点进行了批 判：

是故凡夫有生则有灭，灭者不能不生。圣贤有生亦有灭，灭者归于真空。

是故凡夫生灭，如身中影，出入相随，无有尽时。圣贤生灭，如空中雷，自发自

止，不累于物。世人不知生灭之如此，而以生灭为烦恼大患，盖不自觉也。觉

则见生灭如身上尘，当一振奋耳，何能缘我性哉！a

慧能认为，生死本身并无正面或负面的意义，丝毫不能影响自身的“佛性”。凡

夫与圣贤的差异在于是否在“灭”后仍会退转入“生”的轮回，如果获得觉悟，那么就

不会对生灭产生执着或疑惑。这一超脱生灭的认识，实际涵盖了前述慧忠对执着寂

灭的批判。宋元禅宗有时还会将《老子》“大患”作为参禅话头或机锋之词b，这亦能

反应佛教方面对之态度的一种转变，但这已超出本文所讨论的中古时段，此不赘 述。

以上对正反合三种情况的讨论，使我们获悉中古佛教对《老子》“大患”问题的

认识。可以发现，佛教的相关认识存在多种向度，背后蕴藏着佛教中国化、二教争

论、佛教内部义理变迁等多种元素。在这一相对完整的图景中，我们再来回顾开篇

慧立的“机辩”质询，可以发现其将“老君”与“吾”对应起来的观点，虽然并非独

一无二，却也是相对罕见的现象。其对“老君”的负面态度，以佛道争斗为背景，在

中古二教交涉的脉络中占据一个较为特殊的位  置。

三、中古道教理论超越“老君大患”的尝试

不论是否面对诸如慧立和法琳的责难，中古道教方面都要对老君的“身体”问题

进行解释。是否窒碍于这具肉身，是关系到老君是否成为仙圣、与道合真的重要问

题，如果这一问题无法做到完美解释，那么老君的“神化”便存在明显而严重的缺 陷。

从东汉边韶《老子铭》和《老子想尔注》等中古早期材料的记述来看，被神化

的老子“离合于混沌之气”，是“道成化身”c，“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d，

“终乎无终，穷乎无穷，极乎无极”e，从根本上超越凡人的生命形态，更遑论“肉

a  慧能：《金刚经解义》，载《续藏经》 （第 24 册，第 2 卷），X. 0459，第 532c 页；又参见慧能：《金刚经口诀》，
载《续藏经》 （第 24 册，第 1 卷），X. 0460，第 534c 页。

b  例如，有僧问金山瑞新，“吾有大患为吾有身，父母未生，未审此身在什么处？”瑞新答：“旷大劫来无处
所，若论生灭尽成非。”瑞新的回答实际与前述慧能的观点一致。参见《续灯录》，载《大正藏》 （第 51 册，
第 2 卷），T. 2077，第 478c 页。

c  边韶：《老子铭》：《道家金石略》，陈垣编，陈智超、曾庆瑛校补，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 页。

d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第 12 页。

e  葛洪：《老子道德经序》，参见宋太守张氏编：《道德真经集注》，载《道藏》 （第 13 册），“序”，第 13a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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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大患”的窒碍。然而我们发现，中古时期老子神性及传说的发展，显然是多

种传统、多种人群共同创作的结果，其间虽然呈现出某种“递进式”的态势，但这

一演化脉络却不具有绝对性。概言之，在同一时间会存在有关对老子的多种存在

差别、甚至完全相左的神性认识；而已被高度神化的老子特征，也可能在更晚时

候被拉回相对较低或潜藏矛盾的层面。因此，虽然在汉晋时期的某些人眼中，老

子已经与道合一，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老君对肉身的超越仍不是不证自明的

普遍认识。这一点在道教对《道德经》“吾之有大患者为吾有身”的关注中得到印

证，而我们还将看到道教尝试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明显含有针对佛教相应质疑的 
回  应。

中古时期道教对“吾之有大患”一语的一些理解，显然非常接近《道德经》原

本的意旨，即将“吾”理解为普指，而非专指“老君”。例如约出东晋时期的《太上

洞玄灵宝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经》中太极真人介绍人的十种过患，认为“此十患在

人之身也”，须当戒之，继而引《道德经》文字为证，称：“所以云：有大患者，为我

有身。斯之谓矣，可不思与？可不思与？”a这类“正确”的理解和使用方式，并不

直接回应老君是否也有大患的问题，于是我们首先要将焦点转移到另一类专门将

“吾”归属于老君（或以老君为代表的）的道教材料。据信成书于魏晋时期的《老子

西升经》和成书于初唐之前的《太上混元真录》中，分别出现了以下非常有价值的 
内 容：

老君曰：……吾拘于身，知为大患。观古视今，谁存形完。吾尚白首，衰

老熟年。b

老君乃于关令宅南望气台上，说《道德经》，其要曰：……吾拘于身，知为

大患。观古视今，谁存形完？吾尚白首衰老，孰年？c

两则引文基本一致，二者的“孰年”当为“孰免”。两个材料均将“大患”相关

内容纳入老子的宣讲之中，且以老子自身特征作为直观证据。显然，在中古道教的

老子传说中，确然承认老子在某一层面上受到“大患”的窒碍。然而，即使在这些

传说内部也可发现，老君的“大患”并不绝对。如在《太上混元真录》中，老君讲道

结束后，拒绝尹喜随他远游，指出尹喜“道未成，岂能得远游耶”，需诵读《道德经》

a  《太上洞玄灵宝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经》，载《道藏》 （第 6 册），第 160a 页。

b  赵佶注：《老子西升经》，载《道藏》 （第 11 册，第 1 卷），第 495b 页。

c  《太上混元真录》，载《道藏》 （第 19 册），第 512a—c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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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遍，“深入自然”之后才可相随。a如果“深入自然”可以被认为是突破肉身大患

的话，那么可以上天入地、四海八荒远游的老君自然已达到这种境界。因此，在这

类神化传说的内部，实际隐含着老子皓首衰老的身体并不是其根本“窒碍”，而只是

某种表象。实际上，宋徽宗对上引《西升经》一段的注解，便径以为老君是“示人以

衰老之相”而已。b

《西升经》和《太上混元真录》等材料虽然认为老君在本质上并不会为肉身所局

限，却并没有正面给出理论说明。但随着南北朝到唐代道教义学的快速发展，一些

有识的道教徒随即从理论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约成书于刘宋时期的《三天内

解经》认为：“道者，无也。一切之物皆从无生，有者则以无为本”，“忘身”则可“不

以身为身”，“处有无之间，不有忧患也”；继而进一步解释 道：

故《老君经》云：“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此之

谓也，深哉毕矣！是知古始，还朴反真，复上古之始无，则与道合同。有形而无体，

故真人能存能亡，承虚而行，日中无影，皆是无身。身与无合，故无有体影也。c

《三天内解经》的作者从相反的方向来解读“大患”问题，认为真人（当然包

括老子）“无身”，因此也不会有“患”。真人在本质上与“道”或“无”合而为一，

因此即使在有需要时化为“有形”，亦并不因此拥有不可随意改变的、束缚灵性的

“体”。实际上，更早的《河上公注》解读“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时便称：“使吾无

有身体，得道自然，轻举升云，出入无间，与道通神，当有何患？”d因此，将“无

身”和“无患”的状态比附当时的神仙形象，显然不是《三天内解经》的最早创造，

但以“形”—“体”二分法来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却又具有一些新意。而后，唐

代张弧的《素履子》在论说“大患”一句时，也将重点放在仙道超凡的方面，认为

其要旨在于“至道者亡身，履象外之道也。至于餐霞食气，塞兑转丸，履离尘之 
道也”e。

最晚成书于唐前期的《太上一乘海空智藏经》尝试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此问题进

行讨论。经中，海空智藏借病集众，宣说法理，讲道“四大合故，假名为身”，“是我

身者，即是大患。汝等应当厌离此身”，“内外无我，我以清净，此二等者，悉皆空

空”。善种大王闻经后，指出海空智藏“得了法相”，“烦恼无主，身亦无我”，为说

a  《太上混元真录》，载《道藏》 （第 19 册），第 513c 页。

b  赵佶注：《老子西升经》，载《道藏》 （第 11 册，第 1 卷），第 495b 页。

c  《三天内解经》，载《道藏》 （第 28 册，第 2 卷），第 416c 页。

d  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 （第 1 卷），北京：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49 页。

e  张弧：《素履子》，载《道藏》 （第 21 册，第 1 卷），第 701c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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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故而化现病体，实际早已超越有无、我他的局限。a《海空智藏经》体现出浓重

的佛教空观意味，其以一切“无我、无我所”的观点来解释“无身”，指出“身”本身

是假合或假象，对身相的执着实质是一种谬见。换言之，《海空智藏经》在某种程

度上是在尝试证明所有人都“无身”，并希望听众以此为念，厌离身体。因而，能

享受“无身”的境界（与道合真）的得道者就成为完全贯彻“我空”真相之人。与

《海空智藏经》成书时代接近的《洞玄灵宝太上真人问疾品》与前者相似，亦以神

灵（天尊）托病的方式宣说身体为假合的道理，言道：“我身大病者，为有四大，无

此者有何患哉？我实无四大，有何大患？……我有此苦，实非我苦，我死非死，我

生亦非生，我老亦非老。苦哉有之，有之者非我身，无之者是我身。”b可见《问

疾品》同样是秉持“无身”为真相，“有身”为谬见的观点来解读《道德经》“大患”

的问题。这样的认识在唐中期尤其流行，唐玄宗对《道德经》的注疏即采用类似 
观 点：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 身。

注：身相虚幻，本无真实。为患本者，以吾执有其身……c

疏：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执有身相，好荣恶辱，辨是与非……d

及吾无身，吾有何 患？

注：能知天地委和，皆非我有，离形去智，了身非身，同于大通，夫有何患？e

疏：无身者，谓能体了身相虚幻，本非真实。即当坐忘遗照，隳体黜聪，同

大通之无主，均委和之非我，自然荣辱之途泯，爱恶之心息，所谓帝之悬解，复

何计于大患乎？f

以上唐玄宗的注疏简洁明了，带有官方性质，可以算是唐代道教从“真空假有”

角度出发对“吾之有大患”问题的总结。在玄宗的疏文中，还给出了通往世间真相

的方法之一“坐忘”。成玄英对《道德经》“为吾有身”一句的注解是“执着我身，不

能忘遗”g，与玄宗的“坐忘遗照”彼此呼应。晚唐五代杜光庭在注解此句中“无身”

一词时，亦言“非顿无此身也，但修道之士能忘其身尔”h。非常有趣的是，在五代

a  《太上一乘海空智臧经》，载《道藏》 （第 1 册，第 9 卷），第 682b—684b 页。

b  《灵宝洞玄太上真人问疾经》，载《道藏》，（第 24 册），第 676a—b 页。

c  李隆基：《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载《道藏》 （第 11 册，第 1 卷），第 720c 页。

d  李隆基：《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载《道藏》 （第 11 册，第 2 卷），第 758b 页。

e  李隆基：《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载《道藏》 （第 11 册，第 1 卷），第 720c 页。

f  李隆基：《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载《道藏》 （第 11 册，第 2 卷），第 758b 页。

g  强思齐：《道德真经玄德纂疏》，载《道藏》 （第 13 册，第 4 卷），第 387c 页。

h  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载《道藏》 （第 14 册，第 13 卷），第 376b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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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汾的《续仙传》里，闾丘方远（卒于 902）的老师之一左元泽，在解说“吾有大患，

在吾有身”时称：欲要返本，则当无为，无为当无心，不执有、无，“释氏以此为禅

宗，颜子以此为坐忘”a。看来，从盛唐开始，道教对“坐忘”的修炼实践就已经非常

好地与道教义理（尤其是对“无身”的理解）的阐释结合在一起。b从此类解释出

发，“老子”的“大患”问题显然很容易解决——是否超越大患，仅仅在于是否了知

“无身”的真相。更为重要的是，以“无我”的道理来解释“吾之有大患”，使“吾”

成为一切“我”的代指（不是专指老君）。因此，在《河上公注》和《三天内解经》中

充满神秘性的无身状态，与《海空经》 《问疾品》洞彻的心灵认知之间达成了某种 
一 致。

隋或初唐的清溪道士孟安排在其《道教义枢》中提供了另一种非常重要的解

决“老子大患”的方式c，即“法身”说。其法身说集中体现在《道教义枢·法身义》

中，孟安排称：“法身者，至道淳精，至真妙体。表其四德，应彼十方。赴机于动寂

之间，度物于分化之际。此其至也。”d继而，他总结、升华了《本际经》 《本行经》 
《请问经》 《升玄经》等著名南北朝道教义学经典的观点，认为身者有三种，分别是

道身、真身、报身，而报身又可分为应身、分身、化身三种（三者均为神力变化的结

果）。道身者，即与道合一之身；真身者，乃清净无碍之身；报身者，则是为了酬答

累世功德而获得的身体。此三身者，“本之三称，体一义殊。以其精智淳，常曰真

身。净虚，通曰道［身］。气象酬德，是曰报身”e。接着，孟安排自然而然地将论述

转移到仙人、真人是否有肉身大患问题，称：

圣人为此，故示无常，以高况下，夺其所计。故《西升经》云：吾尚白首

衰老，孰免？此明世无常也。又云：……吾拘于身，知为大患。此示苦也。又

［云］：天地之人物，谁独为常主？此明无我。又云：吾本弃俗，厌离世间，此

示世不净。身亦是世间为患，……故说应身、无常、苦、无主、不净，便谓

道果不足可欣，定是为常等四，为治此例，故说道果是常，是乐，是我，是 
净也。f

a  沈约：《续仙传》，载《道藏》 （第 5 册，第 3 卷），第 92c 页。

b  有关唐代“坐忘”实践的理论，当然以司马承祯的《坐忘论》为代表。有关《坐忘论》的探讨，参见朱越
利：《〈坐忘论〉作者考》，载《道教考信集》，济南：齐鲁书社 2014 年版，第 48—61 页。

c  孟安排的生平历来存在争议。从《道教义枢》的内容来看，其应该生活在南北朝后期到初唐的时间段内。
参见王宗昱：《〈道教义枢〉研究》 （第 1 卷），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32 页。

d  孟安排：《道教义枢》，参见王宗昱：《〈道教义枢〉研究》 （第 1 卷），第 291 页。

e  同上书，第 292 页。

f  王宗昱：《〈道教义枢〉研究》 （第 1 卷），第 293—2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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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道教的三身义也带有浓烈的佛教色彩，从语

词到内容都是对佛教相应内容的直接借鉴。然而，这一借鉴却可以很好地解决老君

等圣人身体窒碍的问题。以上材料认为，圣人根本的道身和清净的真身均超脱肉

体（physical）桎梏。表现为“肉身”而拥有各种烦恼过患的报身，实际是为了教化凡

人而采用的方便法门，圣人虽然有此一身，却并不会真正窒碍于是。如果秉持此三

身理论，那么开篇慧立对老子有大患的质询便很容易回答——老子的法身、真身无

碍，作为大患的肉身是暂时的、不重要的、可以舍弃的存在，因此也无法令老君“不

洞于物”。在《道教义枢》中，除以上三身义外，还给出了一个“众生本有法身”，“但

为惑覆，故不见耳”的观点，与前文《海空智藏经》和《问疾品》的认识相合，此不 
赘 述。

综上所述，中古道教对“吾之有大患”一句作了多样诠释，尝试通过多种途径

将老君从“大患”中解救出来，并取得了一定成功。如果说中古道教对“大患”问题

的讨论更多地是对佛教的借鉴，那么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最晚从宋代开始出现的

一些道教典籍，明显出现了针对前述唐代佛教批评的直接回应。如陈景元（1024—
1094）注《道德经》此句时称“或以无身为灭坏空寂者，失老氏之宗旨矣”a，便显然

是佛教方面将老子“无身”批为纯粹的厌离所激起的反对。可见中国佛道交涉的问

题，绝不仅仅是“借鉴”“抄袭”等词汇可以概括的复杂现象，其中隐含着频繁多样、

循环往复的文化对话和变 迁。

四、结论

本文首先讨论了《道德经》中的“吾”，如何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专指“老子”

的问题，其中老子神化和佛教影响下的经典成书认知是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道

德经》中第一人称“吾”的所指的转变，引发对此文本部分内容产生新的理解。“吾

之有大患，为吾有身”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案例。在佛教材料中，慧立对此问题的

质询与李荣无法作答的尴尬，将这一转变所带来的认知错位放置在二教争论的放大

镜下，突出了文本解读变迁所造成的诠释差 异。

接着我们对佛道二教在“大患”和“老子身体”问题上的分别讨论也作了详细

分析。整体上看，佛教方面对这句出自道教经典的话的认识还是相对积极的，虽然

偶尔会出现激烈的反对和刻意的贬低，但佛教对“大患”一语的认可还是贯穿了整

a  陈景元：《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载《道藏》 （第 13 册，第 2 卷），第 668b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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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古时期。因此，我们可以说，引发本文思考的慧立的质询在本质上主要是临场

的“机辩”问答，未必拥有哲学或思想史意义的价 值。

本文对中古道教义学中解决老君“大患”问题的具体方式也作了详细介绍，从

中可知，即使是在初唐时期，也已经存在多种解决老君“身体窒碍”的理论办法，显

然中古道教对圣人（得道者）的身体特质提起了高度重视。由此出发，我们或许可

以反过来质疑《集古今佛道论衡》对显庆二年那场二教辩论情况的记载。如果初唐

时期道教内部已经有很好的理论可以解决慧立的质询，那么作为当时道教界的代

表、道学理论大师的李荣，不太可能哑口无言，更不可能在唐高宗在场的情况下当

众讨饶。因此，这则佛教内部对二教争辩情况的记载，很可能有部分内容与事实 
不  符。

综上所述，我们对中古佛道二教在某个问题点上的讨论作了相对完整的讨论，

希望以此方式勾勒出佛道在思想交涉方面的复杂语境。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文

化交涉问题都需放在复杂的语境中进行综合考虑，对语境要素的分析越完整，就越

能理解考察对象的真实价值。本文以此思路观察佛道关系，期待能够引发更多相关 
讨 论。

（责任编辑：韦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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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terial Intellect as Eternal Substance: On Averroe’s Comment of Aristotle’s  
De Anima� SHI Yongze

Abstract: The argument of Averroes’s theory of intellect is based on the annotation of Aristotle’s works 
and the annotation of his predecessors to Aristotle. We would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r change of his intellect 
doctrine, centering on the short, medium and long Commentaries of De anima and the other extended relevant texts. 
Averroes has expressed at least four positions on human intellect (material intellect or potential intellect). Listed 
as follows. 1. Human intellect is only a disposition of the soul, not related to any particular part of the body or soul. 
2. Material intellect is a disposition of the soul, but this disposition is combined with the imagination of the human 
soul. 3. When human innate thinking disposition is combined with transcendental active intellect, everyone will 
produce a material intellect. 4. Material intellect is an eternal and intellectual substance. These four standpoints are 
embodied in the short Commentary, the middle Commentary and the long Commentary of De an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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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ploring the Poetic Wisdom from “Rising from Poetry and Make  
Achievements through Li”� HUANG Zixun

Abstract: From the composition to the collection, the performance as well as the chanting, the transition 
of the Book of Shi from a personal sphere to a public sphere of ethical politics has been completed. A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Li-Yue civilizationof the early Zhou Dynasty, the Book of Shi is the concentrated reflec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Li. Without the deep inquiry into the Li, it’s impossible to understand the Shi. Shi and Li 
share some common points, derived from the human emotions and aiming at refining moral feelings. However, 
Shi and Li have different approaches. The characteristic of Shi is arousing (Xing), which approaches to the Dao 
from limited words and images and then makes people like the good and hate the evil. The characteristic of Li 
is establishing. Through a series of rituals Rules of Propriety, people refresh their mind and obey the rituals. 
Nevertheless, Both of Shi and Li aim at self- cultivation.

Key words: The Book of Shi; ritual propriety; moral feelings; the poetry education;the poetic speech

● � A New Understanding on “I Have Fears Because I Have a Body”: “Laojun’s Body” in  
the Debate Between Daoism and Buddhism in Mediaval Times� BAI Zhaojie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bate between Daoism and Buddhism during the medieval period, some 
Buddhist questioned the paradox between Lord Lao’s godship and the proposition that “I have fears because I have 
a body” from Daodejing. This explanation on “I (self)” was actually a misunderstanding by reason of the change of 
the cognition about how this classic was created. The causes of this text cognition’ transformation included Laozi’s 
deify, Daoism referring to Buddhist sutra’s features, and so on. However, there were different opinions and attitudes 
in medieval Buddhism, and we can also see some very positive evaluation about this sentence in many works written 
by Buddhist monks in that period. The evaluating differences in Buddhism may reflected the doctrine divergence 
between the different traditions and sects. Meanwhile, the Daoist also pushed out many interpretations on this 
sentence, and we can see their effort to solve this paradox and respond to the query from Buddhism.

Key words: Laozi; Daodejing; body; fear; debate between Daoism and Buddhism

● � Should the Numbers Count? � John M. Taurek
Abstract: As an allocator intends to give a scarce and personally owned good to two non-overlapping groups of 

persons-say, one person versus five persons, assuming all six persons cannot be distinguished from one another in 
morally relevant differences and the allocator has no special tie with any specific person, a quick question regarding 


